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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改革開放轉向市場經濟後，經過 30 餘年的努力，綜合國力快

速增長，2010年並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日本形成巨大的

壓力，加上中日關係一直處在不和諧狀態，對日本造成影響，成因除歷史

因素糾結之外，本書作者中西輝政認為是因為日本極度缺乏知識性的遠見

性及整合性，也就是這種「沒有遠見的危機」，導致現今日本面對中國的

種種困境。揆諸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研究明顯著重於歷史及文明因素，然日

本迄今所做的中國研究，雖數量驚人，但社會卻沒有因此獲得對等的知識

見解與成果，整體而言，日本至今的中國研究及評論，就是造成中日關係

困境的原因。 

基此，作者中西輝政身為一個日本人，從中華文化歷史的角度，將中

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以結構性的方式，深層次的闡述，重新思考對中國

存在的認識，並檢視「何謂中國」這一本質性問題，並回歸中華傳統的思

維理則，試圖說明改革開放後逐漸掘起的中國，在面對國際社會及日、朝、

韓、越等周邊國家時，在外交策略上的不同運用，尤其是發生類似外交事

件時，對於他國與日本的處理手段不同，從中疏理出造成不同的原因。 

中西輝政指出冷戰後對帝國的議論焦點主要落於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126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58, April 2017 

 

 

上，然帝國不單只以龐大的力量統治、影響他國或周邊地區，而是必須抱

持某種理念、價值觀或是偉大的原則，而隨相異的文明、文化體系，帝國

的意義、現實的情況也會出現極大的不同。也就是說所謂的「帝國」唯有

依循所屬的文明及歷史現況去思考，才能進一步了解，因此在思考「作為

帝國的中國」時，就應當回到中國文明這一個獨立的文明體系中，連結作

為「帝國」之中國所主張的論理與其歷史之現況，並做出對比研究，才能

在處理與中國相關問題時，不致誤判情勢。 

自秦朝統一中華帝國成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甲午戰爭、二十世紀初

辛亥革命的二千多年來，也曾遇到數次中國失去「帝國」之姿的時期，如

蒙古統治一個世紀、「五胡十六國」或魏晉南北朝、唐末五代等混亂時期，

帝國本身遭遇重大變化，並非是一持久的大帝國，然在此種劇烈的變化

中，依然保有一貫性及不可思議的循環性，這也是中國文明史上的典型，

因此檢視中華國際秩序的歷史變遷，不難嗅出二十一世紀中國如何構思國

際秩序的端倪。 

時至二十世紀末突然人們開始關心「亞洲式」概念，所謂的「亞洲式

價值」指的是什麼？亞洲式民主主義、亞洲式經濟運作，這些奠基於「亞

洲式共生」的國際秩序等議論，開始出現日常及時事性的問題討論，環繞

在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中針對抽象的概念範疇進行無謂的操作、探究，中

西輝政認為若能以更加貼近歷史過程，並重視實際狀況的歷史性敘述方

法，即能闡明所謂的「亞洲式性質」。本書在探求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歷史

性鏈結，從中國與周邊東亞諸國、諸民族間的關係所見的歷史性模式

（Pattern）來思考其本質性的特徵，亦是深入「亞洲式性質」核心的一種

嘗試。作者發現一種可稱之為「亞洲式粉飾」的運作模式，總是令問題深

化、沉澱、堆積，發展成一種「矛盾的（超）長期性累積」之特殊現象，

最後在經過一定的時間，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後，便由外在因素或事態本身

的重擔而「體系自行崩解」，進而衍生出新的均衡（秩序）。 

探究中國國際關係在歷史中形成的秩序觀，與西歐的秩序觀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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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又具有何種「亞洲式性質」，皆是本書關注命題。一邊明確表明對

峙、對立之立場，曝露出爭論點進而解決問題、形成秩序的西歐式對抗型

秩序觀（Confrotational approach），另一方面則是截然不同的「亞洲型」，

以「共識（consensus）」或「妥協（compromise）」為主要途徑。亦有研究

者將後者稱為「亞洲式共生思想」，讓亞洲建立與西歐式途徑相異的國際

秩序及社會關係觀念。 

「亞洲式的國際秩序」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秩序之重要本

質，而規範「中華」與周邊關係的因素可分為三項，一是中國與周邊各國

之間的政治軍事上的權力關係，二是奠基於華夷思想的「中華」與周邊對

於地位與權威的上下關係，與實際狀態或藏有實際企圖之現實產生對峙，

三是尋求相互交流之經濟、文化性誘因，或是國內政治層面之統治正統性

動機。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對峙，並於各個層面衍生出秩序意識，進而產

生文明史上的「歷史性模式」。也是這三種要素交互影響中國與東亞周邊

國家的國際關係，如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國是屬於對等關係、朝貢

關係、亦或是藩屬關係，在不同時期亦不斷的調整，但只要機會來臨，中

華始終傾向於貫徹具有普遍性的華夷秩序，也就是反覆出現的帝國的衝

動。 

書中作者中西輝政利用過半的章節去闡述中華與周邊國家（越南、古

朝鮮、日本及北方國家）的歷史及相互交往過程，包括平和時期的互遣使

節、朝貢、封王與戰爭衝突等等，皆希望透過回顧歷史，重整中國對外關

係發展的脈絡，以古鑑今，嘗試解釋現代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軌跡，尤其

針對對日關係上，為何一直以來的「中日友好」總是政治口號，多數日本

人總抱持「自以為瞭解」中國的形象，其實帶有許多問題，中國不論在文

明的基礎上，還是歷史的結構上，與日本截然不同，在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日本人所理解的中國常常是有誤區的，且在解讀中國對日政策時往往都面

臨不知為何如此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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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學者費正清將十九世紀登場的西歐勢力及其文明

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概念化為「西方衝擊（Western Impact）」，主要有三大要

素：第一是「近代國際政治」之衝擊，理念上擁有對等主權的各個國家，

各自獨立、對峙，以相互同盟或戰爭為手段，確保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安全，

也就是中國被迫參與此恆常性的國際體系，讓中國必須放棄自身世界觀及

文明認同（除自身以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皆為屬國或未來不再產生相關聯的

「夷狄」觀念）。第二是鴉片戰爭向中國宣告「西歐近代」的來臨，讓中

國強制性被捲入奠基近代技術及工業革命所產生的近代資本主義，與世界

性活動的海洋貿易的全球體系當中，加上 1842 年近代技術的軍事力量讓

中國簽下南京條約，要求中華帝國接受本質上對等的國際關係，對中國而

言是無庸置疑的衝擊，也讓中國不得不面對這「文明的挑戰」。第三是較

中華價值觀更具普遍性的近代（西歐）式合理主義及個人主義式進步主義

價值觀及生活體系帶來的衝擊，甚至動搖到以儒教道德為中心的「中華普

遍主義」價值觀的根基。過去一個世紀左右，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領導

人面對三項衝擊時，各自選擇不同的方式去應對、對峙或對決，也形成近

代中國史的主軸。 

時至今日，現代中國面臨的歷史課題仍非常嚴峻，隨改革開放而增強

的國力，培育出新型態的民族主義，對日漸與國際社會接軌並接納國際秩

序的中國而言，如何在國家主權、民族自決與國際秩序等核心觀念上採取

作為值得推敲省思。近代中國對外部國際社會採取一貫的態度是主張「主

權平等」（不介入他國內政是其衍生原則）與「民族自決權」，倘若中國真

的轉向以主權平等、民族自決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那持續涵蓋、支配西藏、

新疆等異族地域的正當性為何？再者若中國已接受近代主權論及國際法

體系，依此概念台灣即便沒有得到北京政府的許可，依然可以合法地成為

新國家、新政府。而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雖然中國嘗試應對各種政策性

內容，但從反對自近代國際法原則提出的主張觀之，中國還處於「帝國的

理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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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連帶綜合國力增強，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

場，與國際社會接軌越發頻繁，所面臨的國際問題也愈來愈多，不論在經

濟上加入世貿組織，遵循國際規範行事，亦或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處理

各國的政治紛爭，隨著國力增強所負擔的國際責任愈加重大，在中國自詡

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同時，如何依照國際法（規範）處理國際事務值得觀察。

惟囿於中國傳統中華天下的價值觀念影響，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紛爭時，

在東亞周邊鄰國處理模式，跟與西方歐美等國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對於歐

美等國不會依據國家實力大小，而是依循西方的秩序原則的普遍性架構規

範（國際法）去操作，對東亞鄰國則多以華夷式傳統中華秩序的模式處理。

中國在面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外交手段，一方面可說是彈性靈活，另一方

面亦凸顯傳統中華秩序或者說是中華霸權的心態，在中國高舉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同時，是否意味中國將繼續隱晦的走向霸權，需要持續關注和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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